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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读

视 点

仰韶村遗址发掘者与《中华远古之文化》作者

1921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
G．Andersson，1874—1960）带领其在农商部地质调查
所的5名中国助手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姚某等和
该所新聘技师袁复礼，以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
斯基（O·Zdansky）、加拿大解剖学家、人类学家步达
生（D·Black），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
考古发掘，10月27日开始，至12月1日，历时35天。

《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1923年10月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报》第五号
第一册上发表，报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
还发行了摘印本。作者系安特生，杰出地质学家、考
古学家，1914～1924 年被聘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
司顾问，野外调查工作依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
1920～1924 年任地质矿产陈列馆（今中国地质博物
馆前身）馆长。另著有《甘肃考古记》《黄土的儿女》

《中国史前史研究》《河南史前遗址》等。
袁复礼（1893-1987），河北徐水县人，为留美归国

地质学者，后成为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他既是
仰韶村遗址发掘的主要成员，承担地形调查、测绘遗
址图、共同发掘、现场记录、英语翻译、协调处理发掘
中遇到的纠纷等工作，又于1923年1月在首刊的北京
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记新发现的
石器时代文化》，是迄今所知关于仰韶村遗址发掘第
一次公开刊发的简讯（即简报）。他用中文节译《中华
远古之文化》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该著作的第二作者。

《中华远古之文化》内容举要

该著作由安特生撰写英文，主要内容经袁复礼中
文翻译，分为英、中文两部分。英文部分原文共68页，
另附图版17张。其中正文分六个章节，章节无标题，计
42页。正文后为17张图版的文字说明，计26页。中文
部分为翻译的正文及图版说明，对六个章节正文内容
归纳命名了标题，正文27页，其后18页为文后图版的
文字说明，共计 45页。中文为繁体字竖排。是一部英
文、中文或谓中英文双语的考古发掘研究报告。

袁复礼命名的六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以下均
引自重印版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
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中文为简体字横排）：

“绪言”介绍，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诸省调查地质
上之第三纪第四纪地层”，兼及“远古人迹之研究”。
关于对遗址调查采掘的方法，“如判别古代器物之新
旧，文化发达之次第，为考古学之要事，皆不得不借
助于地质学之测绘地形鉴定地层诸方法”。

“中国器形之源流”部分，考证中国古代长方
刀、锛、戈三类器形的源流与发展。指出中国存在石
器时代。

“古代文化之遗址”部分着重介绍仰韶村遗址发
现发掘过程及获得的遗迹遗物信息。1921年“呈请中
国政府准许复至渑池县仰韶村采掘，蒙农商总次长
及地质调查所所长极力赞许，河南省长官及渑池县
知事亦均尽力襄助”。

对遗址范围、周边环境、地形地貌、水文等进行
了考察。遗址及附近地形，经袁复礼详细测量，按 1:
4000比例、5米等高线绘制地图。采掘地点十七个。

观察到“灰土层每做袋状”，经研究是“地下收藏
器物”的窖穴。

描述所采器物特征。“石斧极多，……更有石凿，
及如凿刀之石斧如近世之锛者”。“据石器之大者观
之，如耨，如锄，可知在该石器时代亦已有农业矣。更
有石或泥烧制之圆锭，作纺织上合线底坠之用，纺织
材料当出于植物，可知当时亦已有种植矣。又如陶器
上之印文，有绳印或布印者，其绳印显系苎麻所编之
绳，亦可见其时已种苎麻”。另有石刀、杵、环、瑗、镞，
缝纫骨针及骨锥、鹿角斧（应为锄）等。

指出陶器特征最显著，暂分二类，一为“粗陶
器”，另一类较精致，多为彩陶。

“石器遗址之年代”部分，认为“最重要之问题乃
其年代”。从“遗址全部而论，似当为新石器时代之末
期”，“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

“仰韶文化与中国人种之关系”部分，判定为“远古
之中华文化”。“自仰韶器物形状观之，则全似为汉族遗
迹”。“尤堪注意者，为一种三足器，……鬲文……更显
系为周鬲像形文字。”“以为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
代汉族之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

“仰韶文化与古代外国文化之关系”部分，将仰韶
文化彩陶器与意大利西西利岛启龙尼亚、东欧格雷西
亚、脱里波留（今多译作特里波列）、中亚安诺等地彩
陶对比，可能同出一源。尽管提出中国彩陶可能是由
西方传入的假想，但指出要“继续研究，方能定论”。

《中华远古之文化》的重要意义

该著作的主体是仰韶村遗址发掘（实为第一次，
此后 1950、1980～1981、2020～2021 年又进行了第
二、三、四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报告，其发表具
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其重读及查阅相关材料，使我们
基本认识到：

第一，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通过申请得到中国
政府正式批准、安特生带领当时中国最早科研机构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5名中国助手与同事袁复礼，以及
步达生、师丹斯基两位外籍博士参加的有计划有充
分准备的一项系统性科学工作。尽管发掘领导者安
特生是瑞典籍学者，但其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是
当时地质调查所的成员、现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的
馆长。师丹斯基等当时也受聘于地质调查所。本次发
掘和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自己科学研究机构的工
作（陈星灿：《中国现代考古学为何从1921年的仰韶
村发掘算起》，《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
生100周年纪念丛书》序言，文物出版社，2021年）。发
掘工作实属政府行为，并具有团体考古发掘性质。

第二，发掘动因是为了搞清楚这处新石器时代
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
为目的的正式考古发掘。发掘中在中国将地层学引
入考古学，科学属性显著。

第三，采用开探沟的方法发掘，这至今仍是考古
发掘的主要方法。袁复礼详细测绘了仰韶村一带地
形及遗址范围图、局部地貌平剖面图等，其精准程度
于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发掘中自上而下按顺序编层，
记录出土遗物的数量、种类和特征。发掘所用手铲、
毛刷、皮尺、卷尺等现在依然是发掘中的必用工具。
开创了考古发掘的主要技术和方法。

第四，按石、骨、陶等质地介绍所获器物，将陶器
分为粗陶器等两类，挑选标本、描述、绘图、拍照，将
类型学运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安特生等人所做系
列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整理资料、比较分析、编
撰报告、论述认识、发表成果，涉及当今田野考古工
作和研究的基本全过程。

第五，工作目标明确，即为了探索中国史前文
化。经过发掘、研究系统提出“仰韶文化”，以及“仰
韶文化时代”和“仰韶时代”的概念，确立了中国第
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引入了国际考古学
术语，始创运用考古手段从实物资料方面发现、命
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整套方法，由首次发现
经过研究具有典型特征的小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
开始成为惯例。

第六，从1921年10月至12月发掘，考古资料经详
细整理研究，1922年元月《中华远古之文化》主体部分
成稿并在北京中外学者联谊会（文友会）上由安特生进
行演讲，9月完成报告编撰，到1923年1月袁复礼发表
考古简报，同年10月正式发表发掘研究报告，开创发掘
后尽快整理研究并刊发出版考古报告的良好传统。发
掘报告的编写理念、论述逻辑、文图照片结合方法、编辑
排版方式等都为后来考古报告做出了重要示范。

第七，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取得惊人的重大成
果给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成
为 20世纪初叶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开辟了
通过出土古代实物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法、新思路
与新的学术类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
论体系的建立给予了启发。

第八，注重运用多学科知识认识遗址和遗存，开
创以地形地貌的分析解释考古学文化的环境考古学
传统；重视人骨、动物骨骼的鉴定和植物痕迹、陶土
的分析，开创动植物考古、陶器分析等方面多学科研
究的合作传统；考证一些器物的源流与发展，开创以
现代民俗学遗物印证史前文化的人类学传统等，是
考古学探究中国现代文化来源开山的代表之作。

第九，得到史学界、考古学界的高度评价，如中
国考古学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济，称仰韶村遗址的
发掘，“通过各种专业性和通俗性的报道，发掘成果
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
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
始”（李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安阳》，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济所谓专业性的报道，应主
要指《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发表。

第十，除了将仰韶村史前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
还最早指出仰韶文化人种当为现代汉族的远祖或与
汉族极近之一民族，明确判定仰韶文化的性质为“中
华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
调，确立了中国石器时代，实证我国存在发达的新石
器文化，对中国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史等
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据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所获资料经详细整理
研究，发表了考古发掘研究报告，系统提出、确立中国
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从此揭开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
化、中华早期文明的精彩序幕，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
诞生（严文明、李伯谦、王巍、陈星灿、李新伟等也持这
一观点）。此后，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
和史前考古研究者，出版大量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论
文，使得100年后的今天，仰韶文化研究成就卓著、硕
果累累。尽管出于材料和时代的局限性，书中也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如描述器物过于简略、提出了错误的
中国彩陶西来假说等等，但瑕不掩瑜，其贡献远大于
不足。当我们发掘、研究、弘扬仰韶文化，便不能不想
起承载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成果、与发掘工作一起
具有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重要地位、影响极其深远
的考古发掘研究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陈洪波教授发来《岭南地区新石器化
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书稿，嘱我作序。我对
新石器考古近乎隔行隔山，万分推脱不得，
只好答应写篇读后记。即便如此，仍然是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深恐为方家见笑，更辜
负洪波教授一番好意。不过，这部著作的基
础是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鉴
定等级为“优秀”，评审专家当然是慧眼，读
者也有慧心，自然能够读出书中的真知灼
见，所以我不必从学术角度置喙太多，可以
轻松谈些学习体会，于是略得宽心。

全书共五章，计 25万字，插图 30幅。第
一章作为学术背景概括介绍了西方新考古
学的基本观点，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新石器化”
和“农业起源”等问题的观点和讨论，以期对
于中国特别是岭南地区新石器化研究有所
启发。第二章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过
程的整体研究，通过对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
形态特殊性的检讨，以及对西江中游文化区
史前生业经济发展阶段及转变的讨论，揭示
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与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的文化发展差异，以及产生此种区域特殊
性的动因。第三章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
化现象的个案研究，从酿酒的发生、石器功
能和形制的演变、战争迹象等角度，对农业
起源，生计方式演变和政治社会结构演进等
文化过程进行解读。第四章探讨了岭南与大
陆东南亚早期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整体联系，
核心在于分析岭南和中南半岛的“龙山化”
现象，强调中国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带对于周
边地区的影响。第五章将岭南地区的新石器
化进程概括为从“广谱革命”到“稻作农业”，
系统总结了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内容、
阶段和特点，以及岭南在中国文化早期发展
过程中的贡献。

“新石器化（neolithization）”通常是指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
时代的转变过程，包括“新石器化产生的原
因，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
渡的模式，与新石器化相关的农业的起源
与传播、陶器的起源与传播、磨制石器的起
源，定居的起源以及社会结构复杂化等”方
面内容。这部著作虽然是围绕岭南地区新
石器化进程展开论述，但字里行间能够见
到作者多年来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和考古
学史的关注，对于岭南作为考古学上“真正
的南方”（苏秉琦语）的思考，以及将岭南考
古作为东南亚考古有机组成部分的开阔视
野。正是由于努力尝试将这些关注和思考
融入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
中，因此本书的篇章结构、材料组织和论述
逻辑都很有特点。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关注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同时也在思考气
候、环境、资源、区位、族群等背景因素在岭
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长时段、深层次影响，
或许正是因为中山大学同样地处岭南的缘
故，才会找到我这个“外行”写点什么。

本书以“新石器化”为线索，囊括岭南
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晚时期的农业起源、生
业方式、石器研究、文化交流、酿酒、战争等
专题，研究对象多样，内容丰富。全书结构
设计别有匠心。第一章理论、方法与学术史
的相关概括和梳理，实际是在搭建岭南地
区新石器化过程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此理
论框架的指引下，后续研究就顺理成章，也
便于切中肯綮。作者在第二章的整体研究
中能够抓住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在第三
章的个案研究中能够扣紧焦点问题，第四
章将视野扩大到大陆东南亚，第五章从宏

观角度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和模式
等问题进行系统阐释和总结，逻辑清晰，重
点突出，转承有序，不失为力作。

作者认为，在气候条件较好、自然资源
丰富的岭南地区，史前居民采取“富裕狩猎
采集”的食物生产模式，在“成熟农业”发生
之前即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岭南地区的

“新石器化”也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黄河
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道路；并将岭南地区的新
石器化过程划分为“广谱革命—食物生产的
萌芽时期”（距今 18000年到 12000年）、“富
裕狩猎采集时期”（距今 12000 年至 7000
年）、“稻作农业传入岭南并逐渐与土著文化
融合的时期”（距今6000年至5000年）和“成
熟稻作农业社会时期”（距今5000年至4000
年）四个阶段。作者关于岭南地区在“低水平
食物生产”（Low Level Food Production）的
物质条件下迈进新石器时代的核心认识，化
解了岭南考古学材料中“以磨制石器和陶器
出现为新石器时代标志”和“以农业出现为
新石器时代标志”的时间冲突，平衡了“岭南
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特殊性”与“中国新石器
考古研究整体框架”的关系，并将在距今
5000年前后来自长江流域的农业文化打破
岭南渔猎采集文化格局的经济形态变革称
为岭南地区的“第二次新石器化进程”，从而
辨识出岭南地区史前时期独特的新石器化
过程和模式，学术意义可谓重要。

作者对于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研
究较为深刻、全面，除了熟悉岭南史前考古
材料以外，也得益于作者比较熟悉西方考
古学的理论方法，充分了解中国考古学的
发展历史和现状，并基本掌握东南亚史前
考古的研究动态。本书借鉴了过程考古学
的理论方法，但是作者对于国外考古学理
论方法的缺陷，及其在中国考古学应用中
暴露的问题有着清醒认识，正如作者讲到
的：“对于新考古学，中国学者学习的重点
在视野、思路、技术和方法，对于考古学的
阐释理论有自己的看法”，作者是这样总结
的，也是这样实践的。这部著作充分发掘田
野考古材料的价值，概念简明，行文平实，
虽然理论思考比较多，但是与具体材料的
结合比较好，特别是把握到“对于岭南地区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成熟稻作农业这个进
化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这一“认识这个地
区‘新石器化’过程的关键方法”，因此聚焦
问题“有的放矢”，解释问题“弹不虚发”。

作为中国和东南亚地理版图和文化版
图的重要单元，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
早就引起学者关注，张光直先生在“华南的

‘西南森林地区’——包括四川盆地、云贵
高原、广西丘陵地带、北部湾沿岸、海南岛
和越南的史前文化”的四期划分中曾提出

“亚新石器时代”的说法，陈胜前、吕烈丹、
刘莉和陈星灿、陈伟驹等先生的研究成果
也颇多建树。作者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对此
问题进行了系统、综合的新阐释，在此领域
形成了“逻辑自洽”的认识体系。这套认识
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一些具体观点，肯定
会引起学术同行的关注乃至争鸣，我无力
在理论层面作更深入评价，只能在阅读中
提些建议，不一定正确，仅供作者参考。

苏秉琦先生指出岭南地区是“真正的
南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也确实有
其特殊性。根据作者的认识，岭南地区的新
石器时代以距今 600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
为渔猎采集经济和稻作农业经济两大阶
段，“前者是更新世晚期以来在本土环境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传

统，后者则是接受了来自长江流域的一种
新的文化传统”；而距今约5000年来岭南地
区的第二次全面“新石器化”进程，则“代表
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在文化面
貌上的进一步统一，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理解无误的话，我
想将岭南新石器时代前一个阶段的社会发
展形态称为“文化初造”，将后一个阶段称
为“文明破晓”，这虽然是两个有根本区别
的发展阶段，但也不能截然割裂。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岭南和东南亚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处于东亚
地区的领先地位，如陶器出现早；但是中后
期表现出滞后性，包括卜工先生指出的“石
器的长过程”，尤其是狩猎采集经济始终占
重要地位，经济生活长期徘徊在“低水平食
物生产”层面，“成熟农业”出现更晚。而在
中原地区，距今 8000年的裴李岗时代农业
已经初步发展，社会分化已见端倪，文明已
经起步。与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
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真正的”新石器时代
的社会发展状态相比，可以用“文化初造”
来形容“农业产生之前岭南地区这种似是
而非的‘新石器时代’状态”。

“距今5000年左右，岭南似乎迎来了一
个迈入真正的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但“即
使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自长江流域
传入，稻作人群对岭南和东南亚土著狩猎采
集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仍然没有改变这一
地区的整体文化面貌”。而在中原地区，距今
6000年的庙底沟时代已经出现社会明显分
化，距今5000多年已经进入中华文明正式形
成的古国文明阶段。虽然岭南新石器时代第
二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与黄河、淮河、长江
等流域仍然存在明显落差，但是随着农业发
展、人口增加和社群交往的扩展，文明因子
已经孕育。至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
代末期，当石峡文化的“石斧已经从实用工
具演化为武器和礼仪用具”，当桂南大石铲
文化“有一部分巨型石铲演变成专用于祭祀
以求农业与生育丰产的礼器”，“文明破晓”
的晨光已然在岭南升起。

洪波教授提出，“中国史前每个区域的
发展都有其特殊性，特殊性才是各区域考
古学文化的精彩之处，考古学家的重要任
务，就是探讨各个区域文化的自身特点”，
我深以为然。从文化初造、文明破晓，到“文
物彬彬，不异中华”，这部著作揭示的岭南
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特殊性、岭南早期文
化发展的“海洋性”、岭南地区与大陆东南
亚之间早期文化的统一性等现象，对于岭
南“自己的青铜文化”“自己的‘夏、商、周’”
研究，对于岭南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
家”以来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对于岭南
延续至明代的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学研
究，都有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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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辽代陶瓷的研究告一段落，我参
加了吉林敦化永胜遗址的发掘工作，次年又
与王培新教授一起解剖了敦化敖东城的城
墙，考察了牡丹江上游所谓渤海“二十四块
石”遗迹、西古城、八连城等，对渤海考古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除了2013 ～ 2015年
编写吉林前郭塔虎城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
告之外，较为系统地搜集了渤海的考古资
料，并展开了一些专题研究。《渤海国文物研
究》即是这些年来探索的一个结集，也是以
文物实证“海东盛国”文化的一个尝试。

渤海（698-926年）是东北亚地区唐五
代时期由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民族政
权。《新唐书》记载渤海统治盛期，地有“五
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有“海东盛国”之称。
926年，契丹攻破渤海都城忽汗城，渤海最后
一代王大諲譔出降，渤海政权就此灭亡。辽
太祖耶律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改忽汗城
为天福城，以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建元甘露。
2004年发掘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城址（渤海
东京龙原府故址）时，在一号建筑址殿基发
现一件板瓦，其上刻写“维次甘露元（年）”五
字。这件文物正是这一重要历史节点的真实
反映。928年，契丹诏令耶律羽之南迁东丹于
东平（今辽阳），渤海州县诸民也随之俱迁，
渤海城市在南迁过程中大都遭到破坏。自
此，东北亚地区存续228年的“海东盛国”的

文化，就只留下残垣废墟供后人探究了。
分布于中国东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以及朝鲜半岛东北部的丰富的遗存，是认
识与理解渤海物质文化的基础材料，部分
弥补了文献史料匮乏的缺憾。考古工作揭
示，渤海遗址主要有城址、村落址、寺庙址、
墓葬以及手工业遗址，出土文物的种类，按
材质可大致分为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
骨角器等。这些文物，既有渤海自造，反映
了渤海自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工艺技术
成就；也有输自域外，体现了渤海与周邻地
区的经济文化往来。这些文物真实再现了
渤海社会生产、生活、经济形态以及精神世
界，对于探讨渤海文化的构成因素、渤海文
化的特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关于渤海历史、考古、文化的研究
成果，对渤海文物均有一些关注和探讨。专
题论文之外，以出版年代为序，重要的论著
有《渤海文化》《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
落》《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渤海遗
迹》《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
角》《渤海的历史与文化》《渤海考古》《渤海
国史（修订版）》《渤海国历史文化研究》《渤
海人社会生活研究》等。随着考古资料日新
月异的积累，出土渤海文物的系统的专题
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渤海国文物研究》以材质为主线对渤

海文物的系统梳理，意在揭橥文物背后的历
史和文化涵义。文物的编年序列，融于各类
文物的具体讨论之中。若干个案的辨析，订
正了既往对于渤海文物年代或性质的一些
误判。各类器物的功能，尽量结合文献记载
以及出土环境进行了初步复原，以窥渤海社
会生产与生活之一斑。本书在对渤海遗存整
体把握的基础上，以出土文物为切入点，对
渤海文化的因素构成及其特质进行了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科技检测是文物研究的重要
手段，本书利用了一些检测结果，但渤海文
物的科技检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受客观条
件限制，俄罗斯、朝鲜境内的渤海文物的搜
集并不全面；对于渤海佛教文物，近年来已
有专题研究成果，书中未予讨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渤海国文物研究》
作者：彭善国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文化初造，文明破晓
——读陈洪波《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

郑君雷

文物实证“海东盛国”文化
——《渤海国文物研究》简介

彭善国

重读《中华远古之文化》
——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发掘研究报告发表百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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